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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还　原　中　建　构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周　勇

[摘　要]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全面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明

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史实收录方面 , 《编年》注重收录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

宦和与科举考试 、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 ,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体现了该项研究的交叉性质 。

在文献使用方面 , 《编年》大量采录登科录 、碑志 、行状 、序跋等原始档案和集部文献 ,力图立体

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鲜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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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体现的是人心所向的话 ,那么 21世纪前后 ,一些学者着力于科举

研究并提出“科举学”的概念 ,则实为一种大势所趋 。它既是学界自觉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 ,也回应了制

度建设的现实需要 ,其意义是重大的。科举学所涵涉的学科领域诸如政治 、社会 、教育 、文学 、文化等 ,不

仅广泛而且相互交叠 ,非具宏阔之眼光与精微之识力者莫办 。而任何一门以历史为对象的学问都必须

建立在对基本史实的清理与体认之上 ,还原史实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理论研究的

知识框架 ,进而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命题。准此 ,清理科举及与之相关的事项就既是科举学的题中之

意 ,也是科举学发展的基石。就笔者所涉足的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领域而言 ,既有的几部堪称典范的著述

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 、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

文学》 ,莫不以清理史实为第一要务 。相较而言 ,明清时期的科举史实更为复杂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更为

深隐 ,可资利用的各类文献更为丰富 ,故而对这一时期科举与文学现象的清理就更为繁难 ,也更为必要 ,

在将基本事实和文献摸清之前 ,要探讨明清科举与文学的相关问题 ,无异于沙上筑塔 ,笔者因之常有力

不从心之感 。近来欣睹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领衔主撰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月版 ,以下简称《编年》)逐年排比明代科举和文学 、文化相互作用的基本史实与文献 ,试图全方位立

体展现出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 ,兼具学术性与工具性 ,笔者既感著者之苦心孤诣 ,又喜学人之受

惠甚多。但兹著体大 ,凡 400余万言 ,一时难以周览 ,本文试抽取其中一部分加以分析 ,一则为尝鼎一

脔 ,以窥全豹;二则亦为笔者究心之问题而祈教于方家 。

一 、史实收录情况

经过前期的长期摸索 、试探 ,明代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孝宗 、武宗时期已趋于成熟定型 ,世宗朝则可谓

鼎盛 ,一方面 ,报考资格 、考试形式 、防弊措施等相关制度更为严密和切实;另一方面 ,录取人数和质量亦

有大幅提高 ,一甲进士和庶吉士成为阁臣的主要来源。其后的隆 、万 、启 、祯几代 ,明代科举日趋僵化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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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因此 ,本文抽取嘉靖前期的两个乡试 、会试年份作为样本 ,对《编年》所收史实 、人物和文献使用等情

况略作分析 ,以说明《编年》的部分特点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 ,样本的抽取在为研究提供了方便的同时 ,

也可能产生以偏概全的危险 ,所以严谨的做法应该是 ,在抽样分析的结论上审慎地推及其余 ,相信细心

的读者自会做到这一点的 。

在书首的“凡例”中 ,撰者明确说明《编年》的著述宗旨是以编年形式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

程 ,因此重点收录的内容包括重要科举法规(包括文科举 、武科举及荐举);对科举有显著影响的奏疏 、会

议 、人物仕宦等;科场事件 、科场文风及相关文体;科举风俗及相关创作等。这些史实收录原则的确立表

明 , 《编年》撰者采取了将科举与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路数 ,试图为明代文学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文

化视野。在我们选取的两个抽样年份中 ,史实的收录即体现了这一编撰宗旨。

嘉靖十六年(1538)是乡试之年 ,《编年》共收录史实 34条 ,大体可归为 4类 。其中科举政令 4条:允

许承天贡生如京学例 ,二岁三人;大同儒学改试冀北分巡道;仍依旧典考选天下岁贡生员;令凡以“儒士”

身份入试顺天府乡试者 ,务要查明其籍贯所在 ,其附籍可疑之人 ,取有同乡正途出身官印信保结 ,方许应

试。与科举考试 、科举教育 、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 9条:世宗令拆毁湛若水所创书院;谕德江汝璧 、

洗马欧阳衢任应天乡试主考;侍讲学士姚涞 、左中允孙承恩任顺天乡试主考;两京及河南等十三布政司

乡试;顺天乡试 ,次题“天子之道博也”一节 ,犯世宗名讳;湖广提学佥事陈束刻《湖广乡试录》并作序 ,王

慎中不满于第二问策之指斥宋儒;故昌国公张鹤龄下狱死;礼部尚书严嵩指广东《试录》中“圣谟” 、“帝

懿” 、“四郊” 、“上帝”等语俱不行抬头 ,称陈白沙 、伦迁冈之号 ,有失君前臣名之义 ,且《录》中文体大坏 ,词

义尤为荒谬 ,将相关官员下巡按官逮问;李攀龙得山东督学王慎中赏拔。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 15条:

修撰龚用卿 、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使朝鲜;诏授庶吉士李玑等 12人为翰林院编修 ,林廷机等 7人为检讨 ,

沈瀚等 6人为各科给事中 ,何维柏 、赵继本为御史 ,汪集 、卫元确为主事;刑部尚书唐龙录上前坐事充军

应赦者 142人 ,丰熙 、杨慎 、王元正等 8人不赦;礼部右侍郎张汝璧为左侍郎兼翰林学士 ,蔡昂为礼部右

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郭维藩为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 ,署院;升左春坊左谕德掌南京翰林院

事王教为国子监祭酒;左春坊左谕德张衮为南京翰林侍读学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温仁和为工部尚

书 ,仍兼官;吏部左侍郎张邦奇兼翰林学士 ,署院;谪江汝璧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 ,欧阳衢为广东南雄府

通判;吏部右侍郎张潮为左侍郎兼学士 ,仍直经筵;左春坊左中允孙承恩为南京翰林侍读学士;冯惟敏中

举;陆深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南京翰林孔目蔡羽致仕 。科举士人生卒 6 条:帅机生;高叔嗣卒;邹文

盛卒;潘士藻生;陆采卒;沈一贯生 。

嘉靖十七年(1539)是会试之年 ,《编年》共收录史实 36条 。其中科举政令 7条:山西巡按何赞疏请

增加进士科额 ,以补州县长吏 ,吏部覆如赞议 ,诏临期奏请;本科停选庶吉士;诏武举开科分别边方 、腹

里 、南方为三等;世宗命自后文 、武举监试御史 ,须请旨而定 ,毋得擅委;禁“创为异说 ,诡道背理 ,非毁朱

子” ,违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 ;凡试院应用物件 ,俱由各省科举用剩银解纳;令武举于秋九月开科 。与

科举考试 、科举教育 、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 8条:御史吴悌请容应天贡士会试 ,不许;会试 ,顾鼎臣 、

张邦奇为考官 ,取袁炜等 320人;张邦奇 、陆深纂修玉牒;前大学士张孚敬请立东宫 ,优答之;殿试 ,茅瓒 、

罗珵 、袁炜等 320人进士及第 、出身有差;归有光再入文社;诏议明堂大飨礼 ,唐胄争之 ,下狱 ,黜为民;武

举会试 ,诏取六十人 。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 9条:王慎中由山东按察佥事升为江西布政司左参议 ,山

东按察司副使顾梦圭迁河南提调学校;茅坤中进士;户部尚书梁材致仕 ,以李廷相代之 ,仍兼翰林学士;

检讨李本为南京国子司业;山西辽州同知李文利上所著书 ,授太常寺典簿;顾鼎臣兼文渊阁大学士 ,预机

务;温仁和改礼部尚书 ,署詹事府;授吴从义等 6人为给事中 ,高封等 10人为试监察御史;张治任翰林学

士 ,兼右谕德。科举士人生卒 7条:陈沂卒;徐霖卒;杭淮卒;李时卒;夏尚朴卒;唐鹤征生;张元忭生 。科

举文献 5条:戊戌科进士履历;戊戌科殿试策问;状元茅瓒殿试对策;榜眼罗珵殿试对策;探花袁炜殿试

对策 。

综计以上两年史实共 70条 ,其中科举政令 11条 ,占 15.7%,科举考试 、文学创作及相关的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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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7条 ,占 24.3%,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 24条 ,占 34.3%,科举士人生卒 13条 ,占 18.6%,科举文献

5条 ,占 7.1%。由此可见 ,《编年》比较注重收录科举人物的仕宦和与科举 、文学相关的重要事件。明代

的翰詹馆阁等清要文职部门和科道台垣等监察部门 ,既是进士(尤其是翰林院庶吉士)供职的主要单位 ,

也是对科举考试 、教育和文化有重要影响和直接作用的部门 ,《编年》较详细地收录了这些机构的人事变

动情况 ,以此说明文学发展的政治文化 、科举文化背景 ,这与纯粹而直接的文学史实不同 ,突显出《编年》

的综合性特点。

或许应该加以说明的是 ,将《编年》与同为陈文新教授编撰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

史》)相关部分相比较可见 ,二书在编纂宗旨方面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反应在条目设置上则是各有侧重

点。《编年史》于嘉靖十六 、十七年内所收史实 ,比较侧重于文学作品的创作 、刊刻方面的情况 ,体现了鲜

明的文学本位。如“归有光婢寒花去世 ,作《寒花葬志》以寄哀悼之情” 、“《霞外杂俎》或成于今年” 、“杨慎

《水经注碑目》由云南按察司副使朱方刊行” 、“胡缵宗刊行马汝骥《西玄诗集》 ,并作叙”等条目 ,都是极重

要的文学史料 ,但因与科举的关系不大 ,故《编年》未收。另一方面 , 《编年》详细收录了与科举相关的行

政部门的人事变迁和重要的文化事件 ,如《编年史》于“本年”下分别列有王立道 、骆文盛授翰林院编修两

条 ,而在《编年》中不仅更精确地将它们系于“正月”下 ,而且将包括王立道 、骆文盛在内的 29名庶吉士散

馆授职的情况列为条目 ,庶吉士散馆后主要留任翰林官 ,或者被授予科道官 、部曹 ,升迁前景远大 ,这批

庶吉士中被授为翰林官者有 19人 ,占 65.5%,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 ,非翰林不入内阁”的用人环境

下 ,庶吉士是仅次于鼎甲的科举功名 ,令人艳羡。这条史料在《编年史》中说明的是王立道 、骆文盛个人

的仕宦经历 ,而在《编年》中突出的则是庶吉士这一士人群体的情况 ,两书的叙述方式和意义显然有别 ,

分别提示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再如 ,《编年》收录了严嵩以广东所进《乡试录》格式失范 、文体大坏及词义

荒谬等为由 ,逮问王本才 、陆杰 、蒋淦等官员 ,并令天下提学官严禁士子 ,敢有肆为怪诞 、不遵旧式者 ,悉

黜之 。这一事件无疑会起到规范文风的震慑效果 ,体现的是科举作为教育 、文化的指挥棒的作用 , 《编

年》收之 ,说明了编纂者审视文学的宏通视野和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文学观念。一些粗看起来似乎于文

学关系不大 ,细思实则颇具考究价值的史料 , 《编年》亦予以关注 ,如嘉靖十六年礼部曾下令 ,凡以“儒士”

身份入试者 ,务要查明其籍贯所在 ,以防冒籍 、附籍应考之弊 。这条科举政令表明 ,各地的教育资源和水

平是不平衡的 ,这一状况对于说明文学的地域性特点 ,对于理解士人的交游行踪是有用的 。

由以上分析可见 , 《编年》在史实的收录方面既突出了文学的核心地位 ,又反映了科举的背景和相关

的文化内容 ,其综合性 、交叉性是显而易见的 。

二 、文献的使用情况

由于已经确立了全书的编撰宗旨和史实的选录原则 ,因此撰者在尽可能全面普查存世文献的基础

上 ,还要衡估所征引文献的实际价值 。作为历史性的研究 ,一些基本的信史如《明实录》 、《国榷》 、《明

史》 、《明通鉴》等 ,自然可以用来搭建基本的叙述框架 ,而一些专门性的史著 、笔记如《明儒学案》、《万历

野获编》 、《弇山堂别集》、《殿阁词林记》 、《馆阁漫录》等 ,则可以丰富和深化对历史的认识角度。作为文

学性的研究 ,大量的明人别集无疑应该纳入撰者的视野 ,其中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载有助于还原历史的

现场(虽然这种还原已经不是历史的本身)。专门研究科举和八股文的前人著作如《皇明贡举考》 、《皇明

三元考》 、《制义丛话》等则是非常珍贵的研究基础 。我们来看看抽样年份的情况 。

嘉靖十六年征引文献 36种:《明世宗实录》 、《张龙湖先生文集》 、《孙文恪公集》 、《骆两溪集》、《万历

野获编》及补遗 、《国榷》、《明会要》 、《阳秋馆集》 、《惟审先生履历》 、《渭厓文集》、《明史》 、《苏门集》 、《弇山

堂别集》 、《文简集》、《国朝典汇》 、咸丰《青州府志》 、《海浮山堂词稿》 、《击筑馀音》 、《梁状元不伏老》 、《僧

尼共犯》 、《洗心斋读书易述》 、《闇然堂类纂》、《湖广乡试录》 、《遵岩先生文集》 、《皇明文范》 、《顾曲杂言》、

《明珠记》 、《南西厢》 、《韩寿偷香记》 、《明鉴纲目》、万历《大明会典》 、《盛明百家诗》 、《南馆集》 、《弇州四部

稿》 、《皇明贡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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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七年征引文献 38种:《茅鹿门集》 、《期斋吕先生集》 、《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 、《嘉

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 、《孙山甫督学文集》 、《罪惟录》、《明诗纪事》 、《白华楼藏稿》 、《白华楼续稿》 、《白华

楼吟稿》 、《玉芝山房稿》、《耄年录》 、《制义丛话》 、《震川先生集》 、《明世宗实录》、《国榷》 、《明鉴纲目》 、《顾

华玉集》 、《遂初集》、《拘虚馆》 、《乐书四圣图解》 、《乐记补说》 、《律吕新书补注》 、《兴乐要论》 、《律吕元

声》 、《南京志》、《端居咏》 、《远游纪》、《北行稿》 、《皖游录》、《古杭清游稿》 、《丽藻堂文集》、《快园诗文类

选》 、《中原音韵注释》 、《续书史会要》 、万历《大明会典》 、《弇山堂别集》 、《疑年录汇编》 、《明儒学案》 。

两年合计征引文献 74种 ,去其重复 ,实际共征引文献 69种。从以上文献清单来看 , 《编年》在文献

使用方面的特点是:一 、原始性和工具性 。所征引的文献全为原始文献 ,无一今(近)人研究成果 ,且多数

文献是未经整理点校的 ,而即使利用点校整理的本子 ,编撰者也必一一核对原文 ,这就决定了编撰工作

要以深入普查 、利用原始文献为基础 ,具有很强的工具性 ,这样做虽然加大了编纂的难度和工作强度 ,但

极大地提高了成果的质量和价值。二 、稀见性和鲜活性 。在对基本科举史实的叙述中 ,编撰者不仅使用

了诸如《明实录》 、《明鉴纲目》 、《国榷》 、《明史》等常见史部文献和一些专述科举的笔记专书 ,如《弇山堂

别集》 、《制义丛话》、《皇明贡举考》等 ,还广泛采用了《登科录》 、《同年录》 、《进士履历便览》等珍贵的档案

资料 ,这些稀见文献极具权威性。此外 ,大量碑志 、行状 、序跋等集部文献的使用 ,使《编年》的叙述超越

了一般历史叙述的生硬 、冰冷 ,而具有了鲜活 、生动的特点。据统计 ,集部文献使用比例在 56%左右 ,稀

见文献使用比例在 50%左右 。

《编年》使用文献的原则是尽量照录原文 ,尤其是稀见而重要的原始科举文献更是不吝篇幅 ,全部收

录 ,故而《编年》首次整理采录了天一阁所藏的 41种明代《进士登科录》 。作为最为直接和可靠的科举史

料 ,多数《登科录》等原始考试档案长期藏于天一阁 ,世所罕睹 ,虽然 2006 年已由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 ,

但未经整理 ,尚难广泛为学界和读者所利用 , 《编年》将之全部收入 ,可谓嘉惠学林 ,其功甚大。我们抽取

的嘉靖十七年戊戌是会试之年 ,此科《进士登科录》的“玉音”部分记载了当年礼部尚书严嵩为该科殿试

所上的奏疏 、皇帝的谕旨 、读卷官及所有殿试执事官员的姓名 、职衔和出身;“恩荣次第”部分记载了殿试

及此后一系列重要礼仪活动的情况 。这些文字记载很多仅见于《登科录》 ,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重要

资料 。《登科录》的主体是“进士履历”部分 ,它较详细地载录了本科 320名进士的姓名 、籍贯 、所习经典 、

表字 、行第 、年龄 、生辰 、三代名讳及官阶 、母姓 、兄弟名及官阶 、妻姓 、乡会试名次等信息 ,作为第一手的

传记资料 ,这些信息往往为正史所无 ,或可订补正史人物传记之失 ,如《登科录》记载胡宗宪表字为“汝

钦” ,而《明史》卷 205本传所记为“汝贞” ;《登科录》记载沈炼籍贯为“贯浙江绍兴卫 ,军籍 ,丽水县人” ,较

《明史》卷 209本传所记的“会稽人”更为详细 。《登科录》为当年礼部根据中式进士所报履历编刊并进呈

御览 ,属于官方原始档案 ,一般而言较《明史》为可信。“策问”和“对策”部分保存了殿试的御制策问题目

和鼎甲三人的对策全文 ,嘉靖帝以“仁育义断之方”为问 ,茅瓒等三人镕经铸史以对。这些珍贵的考试文

献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编年》将之全部收录 ,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学术价值。

如果将《编年》与同类著作相比较 ,其文献使用方面的特点也反映了各自编撰宗旨和研究视角的不

同。《编年》和《编年史》于嘉靖十七年均列有“茅坤中进士”一条 , 《编年史》引录了茅坤《耄年录 ·年谱》

和茅国缙《先府君行实》两种文献 ,是将茅坤颇具波折的中式过程作为这位时文名家的生平经历来处理

的 ,突出的是作家的行实 。《编年》于本条则引用了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五所记俞桐川对归有光和茅坤

文章的比较评价 ,着眼点在科举文体 、文风方面。

更有必要加以比较的是郭培贵先生所著的《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科学出版社 2008年 12月出

版 ,以下简称《考证》),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写成的。于嘉靖十六 、十七年内 , 《考证》只列出

直接的科举史实(包括文 、武举),对其他政治 、文化史实则一概从略 ,突出体现了纯粹的科举史研究性

质。在文献方面 ,除非关系重大或可资考证者之外 ,一般不引录原文 ,只以页下加注的方式标示出处 ,故

该书索引性较强 。嘉靖十六 、十七两年所征引文献为:《明世宗实录》 、《皇明贡举考》 、《弇山堂别集·科

试考》 、万历《大明会典》、《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索引》、《钦定续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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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国子监志》 、《礼部志稿》 ,几乎都是史部文献 ,这也可见该书历史研究的性质。与《考证》的线索清

晰 、考证严密相比 , 《编年》则注重收录丰富的集部文献 ,突出该书科举研究与文学研究交叉性的特点 ,采

用纲目的形式大量著录文献原文 ,则显得眉目清楚 ,摇曳生姿 ,二书目光所注不同 ,可谓各具生面 ,各有

匠心 ,而丰富的文献 、扎实的考辨则是其共同的优长。

从以上抽样分析可知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以深入普查和著录大量的历史文献尤其是稀见文献 、

集部文献为基础 ,以编年 、纲目为叙述体例 ,以描述的方式还原了有明一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基本

历史事项 ,建构起明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基本线索 ,同时提示了若干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 ,具有工具性

和学术性兼备的鲜明特色 。以科举的视角研究文学 ,有利于突破较为局限的文学观念 ,更加贴近古代文

学的历史实际;以文学的眼光审视科举 ,有利于深入认识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科

举与文学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丰富 、立体的呈现 ,也使科举与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在更多层面上展开的可能

性。因此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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